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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困境的
政治经济学透视

＊

———重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辩论

朱宝清　高　岭　王艺明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西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

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国家问题的重新审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由密

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拉开序幕，直接影响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关于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的辩论。这场辩论为我们透视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 “积累”与 “合法

化”之间的两难境地提供了理论棱镜。辩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该时期主要聚焦于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关于国家支出危机

的异见，以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国家支出主要是生产性的，危机发

生在分配领域；以亚菲、布洛克、法因和哈里斯等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国

家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二

阶段是１９７５年后，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分析核心的新进路，以霍洛威、皮乔托、克

拉克等为代表，并将其运用于对工人阶级与福利国家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案例和经验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回顾

英国ＣＳＥ辩论”有助于理论界深入思考今后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 （项目编号：

１９ＺＤＡ０５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项目编号：２１ＹＪＣ７９００３３）、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有企业生产组织创新与
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７２０２２１０３０）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复旦大学孟捷教授在写作过程中提供的
帮助和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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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英国ＣＳＥ辩论；国家理论；新李嘉图主义；原教旨主义；福利国家

作　　者　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高岭 （通讯作

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王艺明，厦门大学王亚南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论题，“福利国家”或福利资本主义研究在资本主

义的 “黄金时代”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走向繁荣，也随着 “黄金时代”的结束和

“拆散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而走向低谷。近年来，福利资本主义重返理论界成

为热门话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皮凯蒂对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趋势的揭示。① 针

对我国出现的不平等问题，② 国家实施了 “精准扶贫”项目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系列

举措。回顾福利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困境，不仅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

还能对我国超越发展型国家和福利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③ 具

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资本主义视角看，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

一，生产性资本与金融活动密切融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④ 第二，国家在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和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⑤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强化，垄

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国家宏观调控计划的出台、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困境，推

动资本主义进入了二战后将近２０年的 “黄金时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资

本主义国家 “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衰退期。西方社会民主政府的选举弊端、凯恩

斯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危机和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叠加，预示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ｉｋｋｔｙ　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Ｐｉｋｅｔｔｙ　Ｔｈｏｍａｓ，Ｌｉ　Ｙａｎｇ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Ｚｕｃ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２０１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９，ｎｏ．７ （２０１９），ｐｐ．２　４６９－２　４９６；罗楚亮、李实、
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郁建兴、刘涛：《超越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例如，见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欧内斯特·曼德尔：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４年；等等。

例如，见欧内斯特·曼德尔： 《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卡尔·波兰
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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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周期性的、剧烈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有发生。① 福利国家被

视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开始调整政策，福利被不同程度削减，

福利国家开始衰落。② 这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反思

以及对国家理论的严肃审视。而且，福利国家衰落正值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义经济批判的复兴，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国家理论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最活跃和最

多产的领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性研究其实

是在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的，涉及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国家的财政支出危机等

核心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及其引发的社会主义经济

学者联合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ＳＥ）③ 中的系列辩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福利资

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是聚焦于特定学者或特定理

论流派，并且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的一部分，④ 本

文尝试将福利国家的争论与国家理论的争鸣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第二，丰富了国家与资本关系的研究。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通常停留在抽象的

一般性讨论层面，缺少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考察。⑤ 本文的讨

论从福利国家支出危机切入，评述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

面的不足之处。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一节简要回顾普兰查斯与密利本德的相关争论、异

同点及其后续影响；第二节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ＣＳＥ辩论的第一阶段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年），该阶段主要围绕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展开，尤其体现在对福利国家支出危

机的异见上，以新李嘉图主义 （如伊恩·高夫）和原教旨主义 （如戴维·亚菲、保

罗·布洛克、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之争为代表；第三节阐述英国ＣＳＥ辩论

的第二阶段 （１９７５年后），该阶段出现了侧重于阶级分析以及相关的案例和经验研究的

①

②
③

④

⑤

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７０页；尤
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页。

季雷、王生升：《奥菲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理论的评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ＣＳＥ历次会议的论文一般发行在内部刊物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 上，直到１９７６年，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 才
转变为一份公开发行的期刊，即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参见Ｒａｄｉｃｅ　Ｈｕｇｏ，“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ｌａｓｓ，ｖｏｌ．４，ｎｏ．１ （１９８０），ｐｐ．４３－４９。ＣＳＥ辩论中的大部分论文，如今可以在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和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
ｖｉｅｗ 中找到。

高岭、卢荻：《马克思主义政治过程理论纲要———基于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学说的拓展》，《政治经济
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武海宝：《资本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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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分析进路，以约翰·霍洛威、索尔·皮乔托、西蒙·克拉克等为代表；最后

一节是结论。

一、普兰查斯—密利本德之争的实质及影响

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的辩论主要是以 《新左翼评论》《经济与社会》等左翼学术期

刊为载体展开的，这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关于 “结构主义”与 “工具主义”的

方法论之争，后来被称为国家学说史上的 “世纪之争”。①

普兰查斯和密利本德的交锋大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密利本德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于１９６９年出版后，遭到普兰查斯批评。② 密利本德认为，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通常有一个很大的 “公共部门”，拥有和管理一系列广泛的工业和

服务业，这对它们的经济生活非常重要。国家也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经济角色，包括监管、控制、协调、计划等。对广泛的和普遍的社会服务而言

同样如此———国家承担了直接或间接的责任。③ 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明确地表现

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④ 这使得密利本德的叙述为 “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打开了门

路，这种方法的一个后果是，它无法表明国家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正在发展

着的矛盾之间的关系。如普兰查斯所言，密利本德的主要错误在于深陷英国经验主义

传统，⑤ 缺乏理论性的分析与论证。此外，密利本德虽然承认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

却缺乏一个这种自主性的理论基础，换言之，他所指出的霸权意识形态与自主性是无

法调和的。密利本德则回应称，普兰查斯的唯理论主义极易导致一种 “极端的结构主

义”。⑥ 对此，普兰查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普兰查斯的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于１９７３年出版英文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范春燕：《普兰查斯国家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５页。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Ｎｉｃｏｓ，“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８，ｎｏ．１ （１９６９），ｐｐ．
６７－７８．对于密利本德的理论观点、创作背景以及对他多角度的诠释，可参阅Ｗｅｔｈｅｒｌｙ　Ｐａｕｌ，Ｃｌｙｄｅ　Ｂ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Ｐｅ－
ｔｅｒ　Ｂｕｒｎｈａｍ，ｅｄｓ．，Ｃｌａｓｓ，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Ｒａｌｐｈ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６９，ｐｐ．８－９．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６９，ｐｐ．５４－５５．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ｉｏｔｔｏ　Ｓｏｌ，ｅｄ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７９，ｐ．４．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９，ｎｏ．１

（１９７０），ｐｐ．５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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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遭到密利本德的质疑，并撰文对其进行批评。① 在密利本德看来，首当其冲的是普

兰查斯在书中晦涩难懂的阿尔都塞式的表述。密利本德相对客观地指出，普兰查斯对

“相对自主性”的概念的强调是正确的，甚至认为这一概念事实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但是 “相对自主性”一旦被建立起来，问题就接踵而至：相对是

怎样的？它在什么情况下更多，或更少？自主性的形式是什么？等等。由此可见，这

一概念的模糊性在当时已经被密利本德指出。而在当时对国家的相对自主的批判中，

米格代尔也尖锐地指出，这一概念通常是一种幻觉，② 其最明显的漏洞就在于对这种相

对性的程度是不能做出清晰的界定的。对于针对 “相对自主性”的指责，普兰查斯撰

文作了回应。③ 普兰查斯认为他自己的相对自主性成立的一个基础是经济和政治的结构

性分离，而且 “相对”的涵义并非如密利本德所言，同 “程度”“限度”相联系，而是

同 “相对于谁”或 “相对于什么”相联系，因此在这一概念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便有了一个限制，这一限制的边界则是随着具体政治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状况而定的。

虽然普兰查斯—密利本德之争是 “结构主义”与 “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之争，但二人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反对消极工具论、承认国家具

有相对自主性以及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强调④等方面主张是一致的。除了方法论的不同

之外，在 《新左翼评论》的系列辩论文章中，密利本德回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还原论，试图用一种阶级还原论取而代之；普兰查斯则试图提供迄今为止 《资本论》

中缺失的政治层面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 《资本论》仅仅是提供了经济层面的理论。

可以发现，正是普兰查斯提出了经济与政治、结构与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英

国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提出国家的 “相对自

主性”以及上述两组关系等基本问题。在此背景下，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开始在英国

ＣＳＥ早期关于国家与资本关系的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２，ｎｏ．１ （１９７３），ｐｐ．８３－９３．
乔尔·Ｓ．米格代尔、阿图尔·柯里、维维恩·苏：《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郭

为桂、曹武龙、林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页。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Ｎｉｃｏｓ，“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ｃｌａｕ”，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５，ｎｏ．１
（１９７６），ｐｐ．６３－８３．

例如，密利本德指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始终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重要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如果不谈国家的活动，就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参见拉尔夫·密利本德：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１页。普兰查斯也同样指出，即使在所谓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国家也
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家的作用更是如此。参见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　Ｎｉｃｏｓ，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０，ｐ．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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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ＣＳＥ辩论第一阶段：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人们的注意力不仅集中在国家 “管理经济”

的一般失灵上，而且集中在削减国家支出进而重组国家机器本身的必要性上。① 因此，

迫切需要充分认识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危机的关系。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

开始，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支出的增加远远没有解决资本积累的危机，而

是正在展开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ＣＳＥ辩论中国家问题的出场

ＣＳＥ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② 成立于１９６９年，

最初是一个经济学家论坛，但它的争论范围很快就超越了经济领域。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尖锐的气氛中，不可能把经济问题

与政治问题隔离开来。在１９７０年１月召开的ＣＳＥ第一次会议上，国家问题被正式提了

出来。③ 需要指出的是，它不仅涉及国家的经济职能问题，同时也涵盖在对民族国家与

资本国际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中。罗宾·默莱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指出，国家是资本主

义制度中的一个客观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有其必须履行的主

要经济职能，如保障产权、经济自由化、经济协调、提供基础供给等。此外，还包括

社会共识干预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外关系的管理等。随着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国家为

本国资本利益服务的能力和独立性变得越来越弱。④ 比尔·沃伦对此强烈质疑，他认为

默莱对国家经济职能与资本国际化的处理是非历史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日益国际化是

战后现象，而国家的经济职能此前一直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冲击从来不是自动

解决的，而是依赖于国家逐步增加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战后采取凯恩斯主义政

策，帮助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就业水平和增长率。⑤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ｉｏｔｔｏ　Ｓｏｌ，ｅｄ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７９，ｐ．１．
Ｒａｄｉｃｅ　Ｈｕｇｏ，“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ｖｏｌ．４，ｎｏ．１ （１９８０），ｐｐ．４３－４９．
Ｃｌａｒｋｅ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ｐ．２２．
Ｒｏｂｉｎ　Ｍｕｒｒａｙ，“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７

（１９７１），ｐｐ．８４－１０９．
Ｂｉｌｌ　Ｗａｒｒｅ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８ （１９７１），ｐｐ．８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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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召开的主题为 “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作用”的

ＣＳＥ第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展。沃伦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计划的本质：资本

主义国家向工资政策和计划的转变本身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其不仅仅试图阻止工

资上涨，而且还假装在计划中讨好工人阶级。简言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

是为了维护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特别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和生存），以对抗其

各自的工人阶级、对手和社会主义国家。① 国家没有独立性，但确实行使真正的相对自

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其自身特定的和创造性的职能和活动所固有的，涵盖组织、行政、

知识、教育和其他领域。② 这种观点受到了迈克尔·巴拉特·布朗等人的挑战，他们坚

持认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有被民众斗争所掌握的空间，至少一些国家政策可以指向进

步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矛盾的，其反映

的不是资本的功能需求，而是阶级力量的平衡。③

到此可以发现，默莱认为国家的独立性逐渐受到资本国际化的侵蚀；沃伦认为处

于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具有独立性，但具有相对自主性，根据这种观点，

国家的阶级特征是嵌入其结构中的，且不可避免地为资本需求服务；巴拉特·布朗则

进一步认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它的政策和实践表达了定义其阶级特征的

阶级力量的平衡。之后，索尔·皮乔托和雨果·雷迪斯在ＣＳＥ第三次会议中指出，“革

命的观点必须较少重视对现有国家结构的夺取，而是强调建立基于革命工人阶级活动的

替代形式。这种活动将 ‘内在地’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和分散的特征，并且也将越来越超

越国界”。④ 这一结论暗示了拒绝将 “结构”和 “斗争”相对比，理由是 “结构”———

特别是国家的制度形式———不能被视为给定的，而是说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⑤

换言之，国家既有 “结构”层面的需求，又受到 “斗争”层面的挑战。⑥ 因此，可以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卡莱茨基在１９４３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工厂纪律’和 ‘政治稳定’比利润更受商界领袖的青睐。他们
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合理的，失业是 ‘正常’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此即表明，持久的充分就业在经济上可行，但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国家在某一特定领域内设定了某种生产目
标，“计划”必然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 “目标经济”中，“军备经济”就是一个特例。参见Ｍｉｃｈａｌ　Ｋａｌｅｃｋ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ｎｏ．１４ （１９４３），ｐｐ．３２２－３３０。

Ｂｉｌｌ　Ｗａｒｒｅ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２，ｎｏ．１ （１９７２），ｐｐ．３－３０．
Ｃｌａｒｋｅ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ｐ．２３．
Ｐｉｃｃｉｏｔｔｏ　Ｓｏｌ　＆Ｒａｄｉｃｅ　Ｈｕｇ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１９７１），ｐｐ．３２－５４．
Ｃｌａｒｋｅ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ｐｐ．２３－２４．
孟捷教授所提出的国家经济作用的 “内生性”与 “外生性”的综合与这一点类似，即国家在解决市场失

灵从而带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国家能力与 “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的外生性能力之间
的调和。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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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看出，皮乔托和雷迪斯的进路与巴拉特·布朗是类似的。

然而，皮乔托和雷迪斯这一进路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因为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中期国家的社会支出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

义积累的根本矛盾。于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争论的焦点便从资本的国际化和

民族国家问题转移到了国家支出在危机中的作用。这为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

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提供了现实背景，并且促成了ＣＳＥ中新李嘉图主义与原

教旨主义 （有时也被称为 “资本—逻辑论”）这两大流派的出场。① 前者主要以伊恩·

高夫为代表，后者以戴维·亚菲、保罗·布洛克、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为代

表。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差异与其对国家支出和危机的不同分析密切

相关。

（二）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国家的生产性支出与分配危机

对于新李嘉图主义者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都发生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国

家职能的界限是由政治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新李嘉图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盈

利能力危机直接来自工人阶级由于长期充分就业而获得的谈判实力，相应地，危机是

“分配”危机，因为工资的增长先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利润

挤压是存在的。②

新李嘉图主义学派的国家支出理论是由高夫发展起来的。高夫的最突出的贡献就

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与发展

进行了深刻分析，③ 对社会福利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④ 高夫对福利国家的

完整论述，最终见于 《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主要涉及福利国家的本质、福

①

②

③

④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
１８页。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同解释大致分为 “有机构成提高论”（如曼德尔、谢克）、“消费不足论”（如斯
威齐、福斯特）以及 “利润挤压论”。“利润挤压论”由英国学者格林和萨克里夫最先提出，其后美国学者鲍迪和
克罗蒂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８０年代以后，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两大流派，即ＳＳＡ学派和调节学派进一步
发展了这一理论。详见孟捷：《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结构性危机的根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各种解释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１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与矛盾的研究，打破了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主义或功能
论的僵化传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除了高夫的 《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美国的詹姆斯·

奥康纳的 《国家的财政危机》（１９７３）、德国的克劳斯·奥菲的 《福利国家的矛盾》（１９８４）以及丹麦的考斯塔·艾
斯平－安德森的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１９９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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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与结构以及福利国家的矛盾与危机三个方面。

第一，高夫认为对福利国家的分析需要回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是分

析的起点，也是马克思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核心。① 国家的形式———它的本

质、结构和角色———将会受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或剥削的本质，国家的 “福

利”功能也将是如此。② 因此，与高夫类似的激进理论取向倾向于认为，国家从属于某

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这其实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共性。在经济上占优势的阶

级在政治上同样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为了服务于在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的利益，需要

某种程度的自主性。高夫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在较大程度上借鉴了普兰查斯的国家理

论的遗产，即无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来看，还是从这些社会形态中的

政治统治阶级来看，国家都是相对自主的。③ 高夫指出，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之

从前有两个新的特征：一是剥削是在经济系统内自动发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通过

市场在无意识下得到保证的；④ 二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有其自身的动

力，任何代理人或阶级都不能完全控制它。⑤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方

式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决定了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扩张要求创造出 “自由”

的雇佣劳动，扩大市场关系，并在法律上保证私人契约。因此，法律平等仅仅反映了

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外在形式。正如资本主义将社会划分为相互竞争的原子化个体

一样，它也必须在这些个体之上创造普遍化的国家，以确保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条件。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１９．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ｐ．１９－２０．

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第３１９页。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参与或助长了这种市场无意识的过程。哈贝马斯指出：“由于阶级关系本身被重新
政治化，国家既承担补充市场的任务，又承担着取代市场的任务，并造成了更加富有弹性的剩余价值生产方
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否或如何能通过公共部门而获得保护，阶级妥协的条件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所有这
些现在都要取决于实际的权力格局。由于这种变化，危机倾向尽管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但是，完全由
市场调节的交换过程的自足性被破坏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 （Ｗａｒｅｎｆｅｔｉｓｃｈ）被打破，以及所有的参与者
都或多或少变为价值学说的熟练实践者之后，自发的经济发展过程至少可以以次要形式在政治系统中重新确立起
来，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保留某种自发性残余，以便使自己的计划功能不再新添任何责任，因为要承担这
些责任，就必须透支财政。因此，经济危机倾向继续上升，而且继续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耗费基本的财政资源。”参
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５页。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ｐ．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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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决定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 “无政府状态”是以国家调节为基础的。① 除了资产阶级

“法权”意义上的国家，高夫所称的 “结构强制力”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更加强调

资本主义国家受到资本积累这一最高法则的控制，被迫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必

须以某种名义上的共同利益 （实则是个人真实利益的抽象）将社会凝聚起来。

第二，高夫指出现代国家的福利活动主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即劳动力的再生产

以及对非劳动力的抚养，这实际上与所有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活动是相对应的，即工

作人口的再生产与非工作人口的维持，因此，福利国家的产生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对这两个活动条件的制度性反应。② 对福利国家支出的构

成而言，某些趋势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相似的，如社会服务、某些基础设施

项目和对私营企业的援助支出的增长，以及军备所占份额的相对下降。③ 对此，高夫列

举了大量的福利国家支出的经验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高夫对国家支出的分析借鉴了奥康纳关于 “积累”与 “合法化”

的理论。实际上，高夫对福利国家面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的分析也同样有奥

康纳的影子。奥康纳对国家支出的分析，如图１所示。奥康纳指出，国家是通过社会

资本支出来履行其资本积累功能，通过社会费用支出来履行其合法化功能的。④ 这两个

功能通常是彼此矛盾的，国家在社会服务上庞大的支出规模已经成为资本积累和经济

增长本身的束缚，但 “每个国家机构的行政理性就是努力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职能进

行协调”。⑤ 国家越来越多地代表垄断企业承担 “社会投资”和 “社会消费”的成本，

这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垄断。对此，高夫在书中的第三章论述了福利国家这两个相

互矛盾的活动。针对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与结构，高夫从福利国家产生的背景以及造

成国家支出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战后美国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吸引了其

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的效仿和追赶，加之世界范围内国际组织的建立，引起了新一轮

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其次，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日渐重要的

角色，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对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支出增长的原

因分析中，高夫列举了四类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即相对成本的上升、人口变化、新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宝清：《找回国家理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对赫希国家理论的批判性探讨》，《江海学刊》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４８．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 （１９７５），ｐｐ．５３－９２．
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页。

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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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改进的服务以及社会需求的增长。① 随着福利国家支出的扩张，维持这一活动的成

本也不断增加，无论原因是什么，国家都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融资，有三

种基本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提高税收、对国家服务收费和借款。社会支出的既有结

构以及缓解社会支出扩张压力的手段，引出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危机与内部矛盾。

图１　奥康纳对国家支出的划分

　　资料来源：詹姆斯·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１－

１６８页。

第三，高夫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国家在处理 “积累”

与 “合法化”问题之间的两难境地，即国家需要在提高生活水平以维持政治基础的可

信度以及降低生活水平以努力解决危机之间进行艰难权衡，以慎重地解决社会支出危

机；② 二是社会支出的增长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体现为福

利国家的 “集中化”过程，具体包括向中央财政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萎缩以及中央政

府内部集中化的计划体系的扩散。③ 社会支出和国家支出的总体性质和水平反映了两个

主要因素，即由国家结构和国家政策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

部的阶级力量平衡。

对高夫而言，福利国家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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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８４．

Ｇｏｕｇｈ　Ｉａｎ，“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 （１９７５），ｐｐ．５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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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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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既不是当前危机的原因，也不是结果，而是

危机的一个方面。① 自二战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福利国家本身：

提供社会改革和服务，以换取工会与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目前，这种交换条件在制

度上被写入社会契约。实际上，这正是高夫认为 “法团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的可取之

处。法团主义策略主张将资本和劳工两个团体整合到国家之中，其本质是各参与方在

控制其 各 自 组 织 的 基 础 上 协 商 各 自 领 域 内 的 利 益，也 被 称 为 “三 边 主 义”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ｓｍ）。② 高夫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实际上也同样将其纳入了一个 “国家—资

本—劳动”的三维框架。但是，高夫认为法团主义策略并不会消除福利国家的内在矛

盾，而且还可能会加剧劳工阶级组织的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法团主义结

构成立的条件之一是组织内的领导核心能够对其成员实行高度控制，具体可分为民主

型和专制型两种，而高夫更倾向于后者。③ 实际上，在高夫的体系中，国家、资本和劳

动三方在理论方面的接合并非特别紧密，阶级斗争的作用总是他的主要关切。

总之，高夫的理论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分析的逻辑起点，

因为它定义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基础，国家自主性正是在这种分离中得以呈现。④ 一方

面，这是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要协调发展与阶级斗争之间

的紧张关系，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国家不断投入社会支出正是为了缓和这一矛盾，

但更多时候是维持———因为按照奥菲的说法，国家试图解决 “积累”与 “合法化”之

间的矛盾只会产生新的危机和冲突。因此，福利国家支出的本质不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它不断地填补 “积累”与 “合法化”之间的缝隙，而且也是导致危机发生和持续

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三）原教旨主义国家理论：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与利润率下降危机

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观遭到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

①

②

③
④

Ｉａｎ　Ｇｏｕｇｈ，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１２７．这一点与奥康纳的观点是相反的，奥康纳认为，国家的成长既是垄断资本扩张的原因，也是垄
断资本扩张的结果。

Ｉａｎ　Ｇｏｕｇｈ，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ｐ．１４６．

彭华民、张晶：《新马克思主义论福利国家内在矛盾与重组》，《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关于 “经济与政治分离是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前提”的观点，理论界尚存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与
政治的分离只是推动了福利制度等社会职能的国家化，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国家自主性还受到阶
级关系和外部力量等因素的制约，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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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是决定性因素。① 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分配，而在于生产，特别是 “利润率下降

趋势”。这一派主要以戴维·亚菲、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等为代表。其中，亚菲

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对改良主义策略的批判，这源于亚菲１９７３年在

《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安德鲁·格林和鲍勃·萨克里夫的 《英国资本主义、

工人和利润挤压》一书的批判文章。亚菲认为该书的中心论点有着强烈的改良主义倾

向，作者劝诫工人们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减少工资要求，且工会的领导层认为，可以通

过 “高增长、高收入”的政策来满足 “国家利益”，而从未彻底挑战这个简单的逻辑，

即大幅度的工资增长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这一分析让人们相信了高工资是通胀的主要

原因。②

其次，在涉及国家支出结构的分析中，与高夫认为战后福利国家着重于生产性支

出不同，亚菲则认为由于国家支出主要来自税收或赤字，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在或

“未来”的剩余价值被国家从私人资本中攫取。换言之，私人资本为国家支出买单，这

会导致积累减少和生产率下降，因为从整个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引致 （ｓｔａｔｅ－ｉｎ－

ｄｕｃｅｄ）的生产是 “非生产性的”。③ 就国家支出的生产性而言，它与私人部门竞争。但

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西方经济体的国有化通常是因为私营部门无法生产有利可图的

产品，而这些产品对私营部门至关重要。如果经济中 “非生产性”部门的生产增长快

于私人部门，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于总生产的下降就比以前更快。为了抑制利

润率下降趋势，必须从更少的生产性劳动者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要劳动生产率

能够得到充分提高，以维持利润率并为非生产部门提供资金，那么国家引致的支出似

乎确实是高就业和社会稳定的 “原因”。因此，政府必须用 “非生产性”支出来补充市

场生产，以弥补缺口、减少失业。但是，这种支出同样暗藏着潜在的危机趋势，因为

政府支出需要 （实际上是必须）赤字融资和增加借贷，从而导致通胀。④ 结果是，非生

产性的国家支出非但没有降低生产能力本身，反而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为

不断增长的国有部门提供资金，并维持不断增长的私人部门。正如亚菲和保罗·布洛

①

②

③

④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 《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８页。

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ｙｎ－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０，ｎｏ．１ （１９７３），ｐｐ．４５－６２．
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ｎｏ．２

（１９７３），ｐｐ．１８６－２３２．
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ｙｎ－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０，ｎｏ．１ （１９７３），ｐｐ．４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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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１９７５年的一篇长文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直接来自资本的需要，其目

的就是保证私人资本积累，试图克服资本自我扩张的障碍，国家是被迫在生产中发挥

作用，同时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并保证就业。①

最后，在对矛盾与危机的探讨中，亚菲重新表述并借鉴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

论，同时也反驳了 “消费不足论”和 “比例失调论”②。亚菲指出，盈利能力和利润率

下降的危机是工人阶级对工资的需求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同时发生所

致。这种工资要求背后的动力是工人阶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在经济扩张时期形成的，

但受到６０年代末生活水平缓慢增长的阻碍，加之劳资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导致议价能力

的增强，更加激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热情。就盈利能力而言，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因此剥削率也在上升，其本质正是国家支出的 “非生产性”特征。为国家生

产的私人资本家显然获得了平均利润率，而 “剩余价值”是由被剥削的工人生产的。

但是，国家引致支出的局限性不在于 “政治”和技术上的考虑，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

本身的矛盾。福利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只是换了一种

新的形式，即政府将继续 “被迫”干预经济以 “拯救”私人经济，然而由于这种干预

的矛盾性质，问题将继续恶化。

法因和哈里斯对高夫提出了更为严格和复杂的批评。他们认为，高夫的新李嘉图

主义国家理论是非常粗糙的，并指出了其四个主要的错误。第一，高夫的分析实际上

没有经济危机理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平稳积累的背景下分析

的，因此，国家干预的理论基础与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被危机打断的事实是脱节的。

第二，高夫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并不明显，而是将二者划入一个无

差别的 “劳动池”。第三，高夫对社会工资概念的误用，这一点源于对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的忽视。比如，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对工资征税并不能实现价值向资本的再分

配，因为工资收入等于劳动力价值，工资净值不能永远低于劳动力价值。这也体现了

高夫对工资范畴的混淆。第四，高夫无法分析国家干预资本重组的意义，导致其无法

①

②

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　＆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Ｐａｕｌ，“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Ｂｏｏ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ｖｏｌ．１ （１９７６），ｈｔｔｐ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ｏｒ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ｒｉｓｉｓ／１４２６－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ｂｏｏｍ－
ｆｒｏ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ｎｏ－３４－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ｖ－１９７９．

参见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ｙｎ－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０，ｎｏ．１ （１９７３），ｐｐ．４５－６２；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ｎｏ．２ （１９７３），ｐｐ．１８６－２３２；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ｌｌｏｃｋ　Ｐａｕｌ，“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Ｂｏｏ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ｖｏｌ．１ （１９７６），ｈｔｔｐ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ｏｒ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ｒｉｓｉｓ／

１４２６－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ａｒ－ｂｏｏｍ－ｆｒｏ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ｎｏ－３４－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ｖ－１９７９．



■■■■■■■■■■■■■■■■■■■■■■■■■■■■■■■■■■■■■■■■■■■■■■■■■■■■■■■■■■■■■■■■■■■■■■■■■■■■■■■■■■■■■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

１８６　　

理解民族国家与不平衡、综合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高夫强调了国家对提高国家内部

运作的生产性资本竞争力的作用，但没有考虑到国家干预资本重组以促进国际专业化。

他对国家经济政策明确地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高夫设想的国家致力于通过采

取反周期政策和长期规划来克服危机。①

相应地，法因和哈里斯也贡献了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国家理论。出于比较的需要，

本文主要将法因和哈里斯对国家支出与危机理论的原教旨主义分析进行单独论述。首

先，对国家支出而言，这实际上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在 《重读 〈资本论〉》

中，法因和哈里斯认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国家福利支出是属于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

性的。而法因和哈里斯与亚菲都认为，这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②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时期，国家干预的一个趋势就是导致较大程度上的集中化、国有化。“一般地，遵照价

值规律及其直接作用，尽力使国家雇工为剩余价值生产从事生产性的经营，正符合资

本的利益。相反，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抵制这些后果，为国家进行资本的非生产性雇

工，为有计划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就业的维持而斗争”。③ 换言之，国家干预一方面满

足了私人部门、国有化行业的资本需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生产重组的步伐，并且

加剧了国家在经济再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雇佣的阶级冲突问题，

但工人阶级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法因和哈里斯对危机的分析实际上和生产性、非生产性国家支出是联系在

一起的。法因在此前的 《马克思的 〈资本论〉》中已经提到，在分析一种生产方式时，

马克思的出发点总是生产。④ 因此，揭示生产组织方式的核心必须依赖于劳动价值论。

从生产领域出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上。具体而言，资

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危机成为可能，但是利润率下降使得危机不可避免。危

机是悲观的资本家个人决策相互作用的社会结果，而利润率下降是这些决策的社会结

果。⑤ 法因和哈里斯从国家服从价值规律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对资本的从属：“国家活动

既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又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便是在国家直接参与或干预

经济过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循环的基本特性仍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但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　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Ｈａｒｒｉｓ，“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８ （１９７６），ｐｐ．９７－１１２．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页。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 《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
－１２５页。

Ｂｅｎ　Ｆｉｎｅ，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ｐ．２０．
Ｂｅｎ　Ｆｉｎｅ，Ｍａｒｘ’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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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作为这种自我扩张基础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以一种新的税收形式 （和信贷、补贴

形式）被分配和再投入到资本循环中”。① 因此，国家干预以保证资本积累实现以及维

持再生产的条件表明，必须对生产过程加以控制。

国家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具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资本主义积

累是在危机重重的模式下进行的———危机是刺激资本重组所必需的，而这种积累方式

是资本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从根本上是由资本的经济要求

决定的，但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平衡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必须

越来越多地干预以提高剩余价值生产，而不仅仅是影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高夫的

新李嘉图主义进路对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法因和哈

里斯批评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论点，即高夫对普兰查斯 “过度政治化”

的国家概念的采用，允许国家有太多的自主性，进而夸大了国家解决资本危机的能力。

（四）小结：对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的评判

需要指出，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遭遇经

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下发生的，这其中涉及的共同点主要包括承认国家

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基础上具有相对自主性、对国

家的 “积累”功能与 “合法化”功能之间矛盾关系的揭露以及国家在解决这一矛盾时

的局限性。然而，从对国家支出危机的具体剖析中可以发现，高夫的新李嘉图主义在

国家支出的功能性解释和阶级斗争对国家支出的决定之间提出了一个较为鲜明的区别，

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的分离。② 高夫认为危机发生在分配领域，这

一方面说明高夫没有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过程给予足够的

重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事后解释，并且其重要性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盖过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两个论点都遭到了原教旨主义的反驳。

原教旨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的危机理论是完全相反的。对亚菲、布洛克、法因和

哈里斯等原教旨主义者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在生产领域，不分析生

产领域就不能理解经济的运动规律。法因和哈里斯认为，随着国有化的推进，阶级斗

争与生产场所逐渐分离，这主要归功于国家管理部门在工人斗争与工人控制之间设置

①
②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８页。

本文把高夫以及奥康纳等人关于积累与合法性的分析归为分配领域，这种划分是为了与更加强调生产领
域的原教旨主义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划入分配领域并不意味着就绝对地忽视了生产领域。事
实上，高夫和奥康纳均认识到了福利国家在缓和积累与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 （生产过剩）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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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了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障碍。① 因此，无论在分配领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成功，都不能

打破生产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亚菲所希望的，迫切需要让工人阶级意识到斗争

最终必须转变为反对生产制度本身的政治斗争，② 拒绝任何改良主义的企图。而高夫的

新李嘉图主义虽然主张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其方向则是错误的。

三、英国ＣＳＥ辩论第二阶段：

１９７５年后的发展动向

　　英国的辩论并未形成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统一框架。在１９７５年的ＣＳＥ

闭幕会上，国家问题的新进路在 “住房和劳动过程小组”（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ｓ）中被提出，它试图打破有关国家支出危机的辩论陷入的僵局，即经济和政治

的分离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既定的和不变的结构性特征。③ 新的分析进

路主张以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为核心，重新审视社会结构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但本质

上它仍来自对 “经济”范畴的重新审视，这一概念曾主导了关于资本危机和国家支出

危机的辩论，并且大部分集中于危机的定量维度以及对利润率影响的讨论。④

“住房和劳动过程小组”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普通租户和 “社区”斗争的增

加，另一方面是针对生产的车间斗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这些问题在国家对

“社区”斗争的反应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辛西娅·科伯恩在 《地方政府》中对这一过程

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描述和理论化。科伯恩认为，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主要作

用是确保持续的资本积累能够发生的条件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在抗击贫困、失业和衰

退的过程中存在政策失灵，而以 “企业管理”为中心的地方政府革命本应弥补这些失

①
②

③
④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重读 〈资本论〉》，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４页。

Ｙａｆｆｅ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ｎｏ．２
（１９７３），ｐｐ．１８６－２３２．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ｉｏｔｔｏ　Ｓｏｌ，ｅｄｓ．，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７９，ｐ．３２．
例如，参见Ｐｆａｌｌｅｒ　Ａｌｆｒｅｄ，Ｉａｎ　Ｇ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Ｇöｒａｎ　Ｔｈｅｒｂｏｒｎ，ｅｄｓ．，Ｃａ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在书中，作者认
为福利国家的增长模式通常是大多数人以牺牲仍被排斥在外的少数人为代价，来确保自己在国际化市场上的成功，

这种发展的经济逻辑是可以被识别的，通过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支持了 “福利国家是可以竞争的”

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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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ＣＳＥ “住房和劳动过程小组”的工作表明，经济和政治的

分离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既定的和不变的结构特征。

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６年间为ＣＳＥ “欧洲一体化小组”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中，霍洛威

和皮乔托首先指出，只有将危机视为资本关系的危机，即历史上特定形式的阶级统治

的危机，一场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的积累危机，从而是在每一条战线上经济、

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的斗争，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当前的危机和国家所扮

演的角色。②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脱离了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研究，两者之间的

关系被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之外的关系，而不是不同但相关联的阶级统治形式之间的关

系。这就导致他们的出发点不是 “经济”或 “国家”，而是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阶级斗

争。霍洛威和皮乔托的核心主题是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反对盲目崇拜 “经济”

和 “政治”分离的分析方法，这是普兰查斯、新李嘉图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常见的

错误。

西蒙·克拉克在结构主义的国家进路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进路之间划了一条鲜

明的分界线，前者由普兰查斯提出，后者出现在ＣＳＥ小组中。克拉克认为，拒绝任何

一种结构主义，或者说拒绝将 “结构”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根本矛盾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永久结构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结构的再

生产条件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被同样的再生产过程所摧毁，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过

程来重新创造或改造。同样，国家的阶级性质也不是资本主义形式所固有的结构特征，

这种形式只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再现或转化的。因此，国家理论不能满足于结构主义

的 “形式分析”，必须把对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分析置于阶级斗争发展的背景下。

到１９７７年底，国家理论辩论或多或少已经停止，这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

是因为基本的分歧点已经确定和澄清。在这一点上，除了同意这种差异之外，别无他

法。此外，辩论的优先事项从来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发展理论，而是为了政治澄清。

探索工人阶级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ＣＳＥ各小组的中心主

题，特别是建立在霍洛威和皮乔托提出的国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这项工作往往有一

个非常具体的焦点，这些研究 （包括案例研究和详细的经验研究）试图尽可能密切地

与人们对国家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反映了给予基层政治和民众动员 “国家

①

②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　Ｃｙｎｔｈｉａ，“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Ｒａｃｅ　＆ Ｃｌａｓ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４
（１９７７），ｐｐ．３６３－３７６．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ｉｏｔｔｏ　Ｓｏ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ｖｏｌ．１，ｎｏ．２ （１９７７），

ｐｐ．７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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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内部和针对国家”（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的政治优先权，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半

期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

工人阶级与 “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关系，① 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迫使

国家对其物质愿望做出回应。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永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因

为无论提供的福利多么慷慨，无论获得的工资水平有多高，这种提供仍然以工人阶级

从属于异化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为条件。工人阶级不是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类

别，即 “被吸收的”和 “被边缘化的”，而是每个工人个体和工人阶级的每个部分都与

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矛盾的关系。这是福利国家的核心矛盾，体现在现代福利国家的阶

级斗争特性的形式上。简言之，这表明了工人阶级对国家形式的斗争不能脱离对国家

活动内容的斗争。

总之，福利国家是国家寻求化解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虽然福利国家为工人阶级

提供了一些物质利益，但它的形式却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分化和士气低落，削弱

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从而破坏了工人阶级抵抗资本和国家发起反攻的努力。爱丁

堡小组从其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国家的形式，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内容，应该是

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焦点，以便在集体组织中建立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抵抗资

本和国家的力量，又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 “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斗

争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打开一个 “对抗空间……在国家内部或通过国家发挥作

用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不断寻求利用和扩大 （这种对抗空间）”来发展 “组织形式，在

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预示着社会主义”。② 但也有人认为，国家形式和国家机器之间的

差距中存在着 “对抗空间”， “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的斗争在这种空间内是可能的，

这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和边缘群体总是有回旋余地的。这带来了 “替代主义”的严重

风险，并很容易回到对国家和 “新社会运动”的 “法兰克福”分析。③ 同时，霍洛威所

支持的阶级斗争进路意味着对抗空间不是国家固有的，而是 “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

的集体斗争对国家的形式和机器提出的挑战所创造的。

①

②
③

关于工人阶级和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工作是由ＣＳＥ爱丁堡小组发起的，该小组于１９７６年开始运作，并于

１９７８年扩大到 “伦敦—爱丁堡周末回归小组” （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Ｇｒｏｕｐ），这两个小组都通过
“国家支出和国家机构小组”和每年的ＣＳＥ会议参与了广泛的讨论。这些小组为每年的ＣＳＥ会议撰写了一系列论
文，最终见于由伦敦—爱丁堡小组撰写的 《国家内部和针对国家》（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和由国家支出小组
撰写的 《为国家而斗争》（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两本著作。

Ｃｌａｒｋｅ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ｐ．６２．
Ｃｌａｒｋｅ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１，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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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２０世纪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国际化的纵深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成长使得资

本主义世界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极为动荡的社会困境。福

利国家的正是这二者的一个混合物。福利国家的支出危机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

“积累”与 “合法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这一矛盾时所表现出的

国家能力的匮乏。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生在英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辩论，

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辩论发生的背景包括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危机、工人阶级与国家机器

之间的冲突等现实因素，理论的铺垫实际上与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诸多

论述中存在的一种趋势有关，即国家与经济的相互独立性 （或分离），尤其是直接缘起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普兰查斯与密利本德的争论。因此，迫切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对

资本主义批判的传统，重新反思国家问题以及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张力。

第二，纵向上看，英国辩论主要集中在ＣＳＥ内部且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该阶段主要以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争为代表，所涉

及的主要议题在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和方法，对福利国家支出的本质、矛盾以及危机进行了剖析和辩论；第二阶段是

１９７５年后，对结构与斗争的探讨使得阶级分析重新抬头，成为超越经济与政治分离

的新的国家分析进路。横向上看，以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国家理论倾向于认

为国家支出在结构上是生产性的，危机主要发生在分配领域，因此涉及工资问题的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以亚菲、布洛克以及法因、哈里斯等为代表的原教

旨主义国家理论者则认为国家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并且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

析进路，认为危机的源头在于生产领域，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因此，阶级斗争

的矛头应直接指向生产领域。１９７５年后，主张将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置于分析中心

的国家理论出现，如以霍洛威和皮乔托、克拉克、科伯恩等为代表，并且逐渐被应

用于工人运动与福利国家之间的案例研究，理论上对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的强

调已经逐渐弱化。

第三，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辩论是成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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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展出来的诸多议题至今仍在讨论。不仅仅是英国，而且也包括德国和法国。在

此知识基础上，需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缺失的

一环，这种缺失直接表明对国家范畴———包括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张力、国家相对

自主性以及国家能力等议题———的理解实际上仍留有大量的工作，就理论建构而言，

国家理论仍然是一个 “黑箱”，如何更好地对其进行解构与重构仍需做大量的解读和文

本挖掘。

从国家理论的发展史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顶峰，而后

国家理论走上了一条 “去马克思主义化”或 “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的发展路径：从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到 “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再到 “国

家—社会关系”范式。① 本文着重探讨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英国ＣＳＥ辩论，更多反映

的是国家理论从 “社会中心主义”向 “国家中心主义”过渡阶段的理论争鸣，主线是

国家的结构与功能。目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仍然是从工具主义视角看国家的作

用，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作用一直是维护资本积累的稳定性，金融资本主

义阶段同样如此。② 福利国家的重组和改革不过是为了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缓和资本

主义结构性矛盾而做出的制度调试。③

近年来，福利资本主义文献对国家的结构与功能的讨论主要沿着两个脉络展开。

第一，继续沿着福利资本主义的路径，研究福利国家的新形式和趋势，主要形成了两

个论题。一个是继续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福利国家改革。福利国家在历史上先后

经历了再分配型福利体制和新自由主义型福利体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些欧洲国

家尝试构建一种超越再分配型和新自由主义型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投资型福利国

家。④ 国家实施的社会投资政策主要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人力资本投

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延长退休和弹性退休制、教育和社会参

与、最低收入支持计划、可持续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等。⑤ 这些社会投资具有三个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张长东：《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发展》，《北大政治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辑；李立、高岭、石冀：
《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国家理论演进图景和反思》，《政治经济学年报》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包文德· 辛格· 提瓦纳、帕拉姆吉· 辛格，童珊： 《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作用与资本积累的稳定性》，
《海派经济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王远：《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Ｍｏｒｅｌ，Ｂｒｕｎｏ　Ｐａ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ｅｄ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Ｂｒｉｓ－
ｔｏｌ：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Ａｎｔｏｎ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ｎｏ．２２ （２０１５），ｐｐ．２４２－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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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发展人力资本储备和充当社会缓冲器。① 尽管社会投资型福利国

家声称可以实现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在发展中解决贫困与公平问题，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比如，社会投资政策在降低贫困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② 第二个

研究进路，是把福利国家的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涌

现了 “新兴福利国家”（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论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在

欧美发达国家从再分配型福利体制转向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同时，亚洲和拉美的一

些国家或地区开始了从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型国家建设，转向协调经济增长和公平发

展的福利国家建设的历程，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新福利体制。③

从其目标看，新兴福利国家与欧洲最近发展的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是一致的，都试图

在经济增长中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虽然新兴福利国家被认为是国家的回归，④ 但现有

文献并没有把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张力和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福利国家的主线。过分强调国

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陷入 “发展型国家”路径的风险，同样，过分强调国家通

过社会政策实施再分配和社会保护有陷入 “再分配型福利体制”路径的风险，⑤ 这样，也

就谈不上超越 “发展型国家”。

本文的政策启示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福利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再分配调和劳资

之间的矛盾来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性，最终却还是陷入了生产发展与分配公平难以兼

容的困境。相比之下，我国相继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灭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

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我们要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⑥ 处理好生产发展和收

入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的主线上，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⑦ 第二，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ｎｔｏ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李姿姿：《社会投资：欧洲福利国家改革的新趋势》，《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岳经纶、刘洋：《新兴福利国家：概念、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Ｃａｒｎｅｓ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ｓ　Ｉｓａｂｅｌａ，“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

ｎｏ．４３ （２０１５），ｐｐ．５２５－５５０．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ａ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ｓ　Ｉｓａｂｅｌａ，“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ｎｏ．１２ （２０１４），ｐｐ．６９５－７２２．
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 “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２００８年第９期；陈昌兵：《“福

利赶超”与 “增长陷阱”》，《经济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高岭、唐昱茵、胡天禛、邵岩：《回到马克思的生产视角：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比较分析》，《经济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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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由于政府支出在 “积累”与 “合法化”之间存在冲突，西方福利国家始终不

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近年来北欧国家也出现了超时劳动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这启

示我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国家要规范资本竞争秩序和企业行为，降低工人的

劳动强度，探索与适度劳动强度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模式，① 让工人更多地分享经济发

展的成果，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Ｚｈｕ　Ｂａｏｑｉｎｇ　Ｇａｏ　Ｌ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ｉ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ｓ　ｋｉｃｋｅｄ　ｏｆｆ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ｂｏｎｄ－

Ｐｌａｎｃｈａ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６０ｓ，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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